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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“耕读传统”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。作为“家园遗产”的重要形制，其中包含着特殊的
农耕文明的因子。在这些文化因子中，历史性地存在着几种矛盾与悖论。今天，我国正在推行乡村振兴战略，
文化上需要使耕读传统得以“回归”; 同时，对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中的矛盾与悖论，需要进行厘清与辨析，
使其“弥合”; 进而对其进行选择性“传承”; 使之成为“新耕读传统”，以更加符合新语境下的文化遗产传
承机理与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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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“耕读传统”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中重要的文
化遗产; 今天，我国的许多地方，特别是广大乡
镇，纷纷以其为资源、为名义、为主题进行各种
各样的设计规划活动。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少专题
讨论; 然而，却鲜见对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进行
梳理、辨析、厘晰，当然也就难以 “文化自觉”
的态度，实事求是的方式进行继承，开发上自然
也会出现一些问题，特别是绝对化倾向。
事实上，在耕读传统这一文化遗产中存着多
种相互“撕裂”的因素，这些因素不独与历史传
统有关，亦与中国村落政治，特别是宗法制度有
关。所以，我们在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时， “回
归”———回 归 这 一 传 统 的 本 真 和 本 相; “弥
合”———根据新时代的需要进行辨析和改造; “传
承”———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继承和发展。只
有做好这些工作，才能更好地发扬这一文化传统。
回归: 农耕传统中的文化基因
不言而喻，“耕读”作为农耕文明的一种文化
表述和图景，生动地反映了乡土历史的实情和实
景。 “读”的歧义少，与今日的意思起伏不大。
《说文 解 字》释: “读，诵 书 也。从 言 賣 声。”
“耕”者，文字分类为“田族”; 由“耒” ( 农具)
与“井 ( 田 ) ”组 合 而 成。① 《说 文 解 字》释:
“耕，犂也。从耒，井声。一曰古者井田。”②对于
这一说 法，有 些 学 者 持 谨 慎 有 态 度，许 倬 云 说
“中国古代有无井田确切性质，至今是纷挐难决的
问题，自从 《孟子》提起井田制度的构想以后，
学者一直在努力弥缝各种相互抵触的叙述。”③这也
反映在对“耕”的阐释上; 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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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耕”的正字为“畊”; 而学术界认为 “耕”等于
“耒”加“井田”的假设未能得到证实。由于缺乏
古代原始字形资料，目前无法确知“耕”与“畊”
的构成原委。① “耕”字在甲骨文中未见，从目前
的文字资料看，始见于篆文。不过，无论 “耕”
的最原始的本义是什么意思，都不妨碍对这一个
字的意会语义: 耕作、耕种、耕田。从其造字字
形看，已经进入到了牛耕的时代，即农耕文明已
经进入到了用牛替代人耕于木耒的时代。
山东省嘉祥县东汉武梁祠遗址中神农执耒画像
“耕”与“耒”关系密切。作为古老的农耕文
明，农具不可或缺。从现存的文字资料看，在古
老的 214 个象形字中，“耒”即在其列，它在甲骨
文中就是犁具形象，《说文·耒部》: “耒，手耕曲
木也”②，说明最早的犁具系由人来完成的，后来
由“犁” ( 牛) 替代。③ 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。
《周易·系辞传》有 “神农氏斫木为耜，揉木为
耒。”④ 初，耜、耒皆为人力，至叔均才开始以牛
耕耘; 《山海经·大荒经》曰: “叔均始作牛
耕。”⑤ 在农具的演变史中， “耒”显然是一个重
要的阶段性农具。陈梦家根据殷商卜辞的材料提
出这样的观点，即卜辞和金文中都没有 “耕”字，
古以耒耕。可证殷商卜辞中的耒耕为人耕。⑥ 张光
直认为耒很可能是商人最基本的翻土耕田工具，
即带长柄的工具。学者们认为那是一种协同性耕
作的工具。⑦ 古籍中二者可单独使用，亦有连用
的。对其考据，近人又已发展出了若干新假设。⑧
《齐民要术》卷第一便对农具做了 “词与物”
的考释:
《周书》曰: “神农之时，天雨粟，
神农遂耕而种之。作陶，冶斤斧，为耒
耜、锄、耨，以 垦 草 莽，然 后 五 谷 兴，
助百果藏实。”
《世本》曰: “倕作耒耜，”“倕，神
农之臣也。”
《吕氏春秋》曰: “耜博六寸。”
《尔雅》曰: “斪谓之定。”犍为舍人
曰: “斪，锄也，名定。”
《纂文》曰: “养苗之道，锄不如耨，
耨不如铲。铲柄长二尺，刃广二寸，以
刬地除草。”
许慎《说文》曰: “耒，手耕曲木
也。”“耜，耒端木也。” “ ，斫也，齐
谓之 镃 基。”一 曰， 斤 柄 性 自 曲 者 也。
“田，陈也，树谷曰田，象四口; 十，阡
陌之制也。” “耕，犁也。从耒，井声。
一曰，古者井田。”
刘熙《释名》曰: “田，填也，五谷
填满其中。” “犁，利也，利则发土绝草
根。” “耨，似锄，妪耨禾也。”“ ，诛
也，主以诛锄物根株也。”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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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牛耕时代始于何时，亦有不同的说法，
有的认为在殷商时代就已有了，证据是甲骨文卜
辞中的“ ” ( 物) 当读 “犁牛”; 有的则认为晚
到汉代，赵过始教民牛耕; 另有春秋末期之说等
等。①
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，是天时与物候的合作;
在农具方面也有反映。“耒耜”即为范，其形制得
天象之启示。徐中舒在《耒耜考》中认为:
甲骨文及铜器之方……象耒的形制，
尤为完备，故方当训为 一 番 土 谓 之 坺，
初无方圆之意。方之象耒，上短横象柄
首横木，下长横即是所蹈履处，旁两短
画或即饰文……古者秉耒而耕，刺土曰
推，起土曰方，方或借伐发、墢未建造
等字为之。
许进雄评述: “方为耒形之说为一般人所接
受，旁与方的不同，从字形看在于有无一块横而
长的东西。文字的创造，对于抽象的意义，除了
用音的假借外，就是以有关的事物来表示。旁有
四旁、旁边之意，其意义与犁耒的形制或操作有
关的，除了 犁 壁 以 外，没 有 其 他 更 恰 当 的 东 西
了。”②“方”与“耒”的“象形”阐释是否中允，
笔者在此不作评述，但是，“方圆”原本是天地的
最早的经验认知，因此，对耒的另一种解释亦颇
为有 趣，丁 山 认 为，耒 之 形 貌 酷 似 天 象 “大 辰
图”，民间称为 “犁头星。”天空的大辰本是后稷
布置用 以 启 发 农 人 工 作 的。农 人 一 见 这 耒 形 的
“大辰”当黎明之前正现于天空午位，就是一年工
作的开始，谓之“农祥”。③
中国自古讲究 “天时地利人和”。所谓 “天
时”，指以 “天”为 “时节”依据，并与地候相
和。故 “ ( 时) 辰”有天辰和地辰，二者相辅相
成。天辰是星象，地辰是农具、蛰虫。而 “大辰
星”即以“辰”命之，可知其之重要。其主春时、
农时。《说文》: “晨，房星，为民田时者。” “辰
者，农之时也。故房星为辰，田候也。”④ 有的学
者认为，辰如龙象。而如果错失农时，便为大错;
亦即耻辱，《说文》释之: “辱，耻辱也，从寸在
辰下。失农时，于封疆上戮之也。”⑤ 辱从辰，辰
为农时，误失农耕季节，即观天象的失误，将影
响一年的生计，所以把失职者杀掉。⑥
大辰图⑦
如果上述考 述 得 以 成 立，那 么，古 代 的 耒、
耜、犁等重要农具不仅存在着一个由人力向畜力
发展的演化轨迹，还透露出了 “天时 － 地利 － 物
候”之间的具象性关系。当我们重审 “耕犁形具
－ 大辰星象 － 龙的形象”之间的关系时，我们似
乎有了蓦然醒悟的感觉。仅从农具所契合的 “天
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的精神中，人们更为真切地看
到了具象性的“耕”中的复合性文化因子。
弥合: 耕读传统中被撕裂的因素
毫无疑义， “耕读”作为中华文明的农耕传
统，学界皆有共识。然而，对于 “耕读传统”的
产生及原型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，李存山认为:
“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伏羲和神农之世，就已从渔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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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逐渐进化到了农业文明。在尧、舜时期，就已
经有了崇尚人伦道德的价值取向; 至迟在夏、商、
周三代，中国就已经有了以 ‘明人伦’为宗旨的
学校教育。农业文明加上以 ‘明人伦’为主的学
校教育，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耕读传统。”①
多数学者认为 “耕读体系”肇源于春秋百家争鸣
时期，至汉文帝时期创建成 “耕读型”国家，此
后的历代王朝沿袭其为治国方略，渐渐发展，尤
以唐朝、宋朝为兴盛，至清末逐渐没落。这就是
说，中华民族的耕读文化传承了两千多年，并成
为传统士人立命之本。② 笔者对此说并非不同意，
只是认为很不充分。我们相信，中国的 “耕读史”
可以从中国的文字文献中找到相应的表述和记述，
却难以这些文字表述为终极依据。很多因素要到
农耕中去寻找。
在我国，麦作文明和稻作文明的起源问题有
不同的说法，随着新的考古材料不断被发掘出土，
使得最终的定论难以确定。较近的材料: 1992 年，
中美两国的农业科学家在江西调研，“美方于 1996
及 1998 年已发表两次报告，证实长江中游是世界
栽培稻及稻作农业的摇篮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
址的居民距今一万六千年前已以采集的野生稻为
主要粮食，至晚距今九千年前被动定居的稻作农
业业已开始。”③ 最近在媒体上又报湖南有了考古
新发现，据说可将稻作文明前推至 14000 － 18000
年，未见最后证实。无论我们采用哪一种数据，
都远比文字记载的“耕读传统”起始时间早得多，
如果我们将“读”推往 “前读书时代”即，将其
视为“学习”“知识”，而不只是以 “文字”为媒
介的“读” ( 诵书) ，结论就要远推到史前，即叶
舒宪教授所主张的以多重考据为证的 “大传统”。④
此外，作为一种特殊的、以农耕文明为背景
的、中国特色的农业遗产，并演化成为人们最为
普遍的一种生活生活场景和状态: “耕读并举”
“半耕半读”“耕读传家”等。必然包含了更为广
阔的领域，比如，亦可将 “耕读”延伸到不同的
阶层、生业等，如《孟子》曰: “士之仕，犹农夫
之耕 也，”故 “不 耕 不 可。”⑤ 由 是 可 知， 无 论
“耕读”关系如何，它都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
的、复合性文化遗产。对于这一份遗产，今天，
大多数人们以囫囵的方式解之、续之，或作 “文
化资源”，或作 “文化符号”，或作 “文化品牌”，
而不作历史的分析和深度的考释。窃以为皆不可
取。以历史的演化线索观之，我国的 “耕读传统”
既具有政治道德伦理、知识融汇的 “立基”之功
德教化 作 用，又 表 现 出 等 级 分 化、尊 士 卑 农 的
“撕裂”矛盾与悖论。以下几个是需要特别厘清的
点和面:
1． 总体上说，中华文明在类型上属农耕文
明。其特点是: 以土为重，以农为本。“社稷”乃
国家之相。农耕者重“土”; “社”为浓缩。“社”
者，古人以土地滋育万物，立社祭祀。“社”在谱
系上的神圣性，亦与 “英雄祖先”相配合。古代
“后土为社”“禹劳天下而死为社”等说法。“社”
故神圣祭祀和祭祀场所，也演化成公众聚会的地
方。《诗经》中也有西周时用粮食、牺牲祭社祈求
甘雨和丰收的篇章。春秋时代遇到日食、水灾亦
祭祀于社。这些故事皆表明中国以农耕为本。换
言之， “耕读传统”以 “社稷”为 “家国天下”
之本位。然而，“农本 /农贫”的情状一直存在着，
一个发达的农耕养育了贫穷的农民。即使到了今
天，“扶贫”的主体对象仍然是农民。西方甚至有
学者这样形容中国的一些地方的农业和农民的窘
境:
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，就像一
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的河水中，只要涌
来一阵细浪，就会陷入灭顶之灾。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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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 农本、农正 ( 政) 传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
制生长在 “土地”之上，等级制度也因之建立;
农民则一直处在社会的底层，迄今未能彻底改观。
“读”与“劳心”相属， “耕”与 “劳力”相依，
即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 ( 《孟子·滕文
公章句上》) ， “耕读”恰好在二者之间建构出了
“劳心 /劳力”二元对峙的社会等级价值图景，并
反映在了“王制”中。《礼记·王制》云:
王者之制禄爵，公侯伯子男，凡五
等。诸侯之上大夫卿，下大夫，上士中
士下士，凡五等。天子之田方千里，公
侯田 方 百 里，伯 七 十 里，子 男 五 十 里。
不能五十里者，不合于天子，附于诸侯
曰附庸。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，天子
之卿视伯，天子之大夫视子男，天子之
元士视附庸。
制: 农田百亩。百亩之分: 上农夫
食九人，其次食八人，其次食七人，其
次食六人; 下农夫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
其禄以是为差也。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，
禄足以代其耕也。中上倍下士，上士倍
中士，下 大 夫 倍 上 士; 卿，四 大 夫 禄;
君，十卿禄。次国之卿，三大夫禄; 君，
十卿禄。小国之卿，倍大夫禄，君十卿
禄。①
3． 社会等级差距也体现在乡土社会的治理问
题上。我国历代乡村治理，多以 “自治”为主，
官家的治理，多以贡赋为主要目的，这种关系反
映在同一片土地上的 “剥削 /被剥削”实况，并贯
彻在了保甲制度中。即使到了清代，国家基层组
织体系的主要形式是保甲和里甲组成:
清廷实行保甲政策，遍于全国，始
于顺治，初为总甲制，继为里甲制，皆
十户一甲，十甲一总，城中曰坊，近城
曰厢，在乡曰里，康熙四十七年申令十
户立一牌头，十牌立一甲头，十甲立一
保长。
保甲虽然起源早，但直到清朝才正式采行。
一些历史学家认为，保甲的雏形始于 《周礼》，但
真正做 为 地 方 行 政 的 控 制 系 统，到 清 朝 才 算 完
备。② 无论是保甲还是里甲，事实上都以 “田土”
为依据。需要辨析的是，古代国家的基层管制和
管理体系与帝国官僚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，由于
国家需要通过税赋、纳贡等方式从农民那儿获取，
对三农的掌控自然在任何朝代都存在。然而，对
于广大 “乡野”，国家的掌管是有限的。换言之，
官家以贡赋为主要目的管理，往往将自给自足的
小农经济挤压到了极其艰难的境地。
4． 耕读传统也反映在知识体制中的巨大背
离。在广大的乡土社会里， “读”皆为 “四书五
经”，读书以考取功名为家族荣耀，藉此流芳百
世。所读经学罕见与提高农民生活、提升农业效
率、改善农村环境为内容者。换言之，耕读传统
中的“体 /用”分离严重。笔者近期率队前往江西
省泰和县蜀口洲村落调研，参观了欧阳宗祠，观
览了《欧阳家族谱》，曰:
蜀江欧阳氏文献史籍记载甚矣。欧
阳氏宗人族裔蕃衍昌盛，分布祖国海内
外难以悉计，而且忠孝节义，理学奕世，
光岳正气，流芳千古。蜀江宗祠古风长
存。“五经科第” “朝天八龙” “二十一
进士”“父子进士” “兄弟尚书” “鸣阳
三凤” “奕世翰林”，名匾高悬，丰碑林
立，与日星同辉，和天地共存，充分显
示蜀江欧阳氏的辉煌历史。③
一个普通的乡村，历史上出了那么多经国济
世之才，令人尊敬、景仰，却罕见科举精英们以
知识、技能、田功、增产等回报桑梓。也就是说，
他们的确是国家的栋梁之材，在宗族内除了光宗
耀祖外，他们所 “读”的书，所学的知识，基本
上与“耕”无关。
5． 众所周知，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，真正的
村落是自治的。只要是一个社会群体单位，就有
秩序，有秩序就需要维持，维持秩序需要治理;
我们无妨将 “耕读传统”视为一种维持乡土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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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的力量。 “统治如果是指社会秩序的维持的，
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
量就可以维持”; 而“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，在很
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”。费孝
通先生将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称为 “无治而治”，
即“礼治秩序”。“礼和法在不相同的地方呈现和
凸显维持规范的力量。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
行的，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。
维持礼这种规范是传统。”① 这样， “礼制 /法制”
构成了“同意权力”与 “横暴权力”之间相应差
异。② 虽然国家统治中也突出礼制，却与乡土社会
有天壤之别。
以“耕读传统”论，“读”者，儒家礼教之大
义，礼治乡里，乃 “读”之最大福泽。只是，乡
土社会的治理，非全靠“礼治”可以通行，“乡土
知识、民间智慧”同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事实
上，“村庄所具有的作为一个村庄的道德稳固性，
事实上最终基于其保护和养育村民的能力。只要
村庄成员资格在紧急情况下是重要的，乡村规范
和习惯的 ‘小传统’就博得广泛接受。”③ 所以，
维持村落的道德稳固性至为重要，村落的道德稳
固性又靠 “小传统”的支撑; 村落的 “小传统”
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，又需要有相应的村落自治。
因此，以“读”之“礼”传家，有作用，却有限。
至少，农夫的生计、生产和生活与 “读”的关系
甚远。
传承: 新耕读传统中的家园遗产
毫无疑义，当我们把中华民族农耕文明背景
下的“耕读传统”视为一份重要的、祖先留给我
们的、必须继承，而且必须传承好的文化遗产，
以配合当今的发展变化，使之成为一种 “新耕读
传统”，就必须对传统耕读传统的产生的土壤、本
质特征、存续方式、演变情况等有所了解，有所
分析，进而扬弃，以留取“精华”，去其“糟粕”。
这也是我们这一代 ( 学) 人的责任和使命。
在“耕读传统”中，宗族的一个最重要的社
会群体单位，表明大家不是外人，是同祖同宗的
“族人”。“族”基本上的是一个地缘群体，有的学
者认为，“族”是一种社会组织，拥有一个共同的
祖先。对于同一个宗族群体而言，“宗族的最大功
能，是使人知道自己的来源，知道自己与别人的
关系，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辈分，这就是道德。”④
在传统的村落政治中，宗族给乡村带来了一种特
殊的，无可替代的凝聚力，这是其他因素所无法
提供的，虽然近代以降，宗族重建会在乡村的传
统结构中增加某些新的成分，但绝不会从根本上
改变现在的秩序性质。⑤ 根本原因是: 中国的乡土
村落，特别是汉族村落，从“开基” ( 开创) 到延
续、繁衍，其根本的动力机制就来自于宗族。我
国传统村落的重要特征之一，是以姓氏命名村落。
换言之，血缘、亲缘与地缘构成了事实上的 “家
园共同体”，这也是“耕读传统”中的基本和基础
因素。
“家园共同体”的范畴和范围的 “边界”关
系，确立了多重关系的认同机制。宗族与乡村之
间的关系密切而简单，乡村里占大多数的农业人
口，流动性不强，血缘纽带保持得紧密。乡村的
繁荣与强大的宗族组织之间有形成了个荣辱与共
的关系体。当然，维持和维系这个关系体的最重
要因素是经济。经济发展不达到一定程度，乡村
就不能形成，任何规模的宗族也不能维持。⑥ 比如
在广东的凤凰村，宗族是一个单系的亲属群体，
除了一些来做生意的外姓人之外，村里所有的人
都是同一宗族的成员。一个男子一旦成为宗族成
员就会永远都是 ( 实际上，有人因触犯族规而被
逐出族) 。凤凰村是一个父系的宗族，通过男性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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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溯世系，因此也是单系继嗣的群体。一个人一
旦出生在一个宗族，就是离村远走他乡，也脱离
不了宗族。① 总体上说，在中国的汉族乡村，乡土
社会与族化制度形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“家园
共同体”，而在乡村所形成的“耕读传统”也很自
然地属于“家园遗产”的常规化活动。
归纳族化功能的特点，可以表述为: ( 1 ) 族
化是村落家族使家族成员增加认同和向心力的必
要活动; ( 2) 族化也是村落家族为获取生存资源
保证家庭整体性所必须的活动; ( 3) 族化有 “宗
教”、礼教、耕教与文教四种形式。前两者基本上
合二为一，继续存在，后两者逐渐由社会体制所
取代，尽管程度不高，但已超出村落家族所能达
到的极限; ( 4) 族化的核心价值是以孝为主的宗
族秩序观念，族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家族内部
秩序能够绵延; ( 5 ) 族化活动呈现出两种趋势，
有些地方弱化了，有些地方强化了; 总体上弱化
了，局部上强化了。② 耕读传统，———无论是从性
质上，还是功能上，都是乡土社会宗族主导下的
一种生存和延续方式。
即便到了当代，“两委”落到了村落基层，宗
族势力早已衰弱，但仍然无法改变宗族这样一个
人群构造的事实。而乡村的秩序、道德、伦理、
教育、社会活动等大都离不开祭祖、编修族谱、
宗祠、乡村公共事务、与相邻村落建立关系等，
古代还有自卫防御等功能。王沪宁认为，我国目
前村落家族的情况，从结构到功能的总体方面，
在当今的情势下，如何保持家族文化的延续，保
证族员的情感认同与向心力。当前，村落家族文
化正处在历史的演变之中，它已经脱离了村落家
族文化原型的某些基质，向着现代社会的基质演
进。在现代中国，村落家族文化呈现为双重的运
动: 一方面，村落家族文化受历史运动总趋势的
推动，逐步走向消解; 另一方面，现代中国社会
的某些因素，当代社会经济条件的某些因素，又
可产生强化村落家族文化的客观和主观愿望。③
乡土社会的宗族势力并不仅体现在 “乡治”
的秩序和管理上，在宗族文化方面更为具体而充
分。每个古村都会见到祠堂、宗族宗谱，这些都
是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实记载与展现。儒家文化正
是通过宗族文化渐渐渗透到每个村民思想中的，
乡规民约、家规家训都教导人们礼义廉耻四维，
仁义礼智信五常。④ 这一切也都会反映和体现在
“读” ( 乡学、教育) ———教化和教育体系之中。
古代的“乡学”主要是一种私墅性的教育，随着
时代的推移，“乡学”逐渐变得多样，形成一个集
官方、民间和个人多种复杂因素的概念。在清代，
乡学包括书院、社学和义学三种类型。对学生进
行系统教育，由清政府建立或经过其批准的各类
学校，可以分为两大类: “官学” ( 官办学校) 和
“学校” ( 非官办学校) 。义学 ( 慈善学校) 和社
学 ( 乡村或大众学校) 。书院起源于唐朝时期。⑤
值得一提的是 “义学”，义学也称 “义塾”，
是指中国旧时靠官款、地方公款或地租设立的。
义学的招生对象多为贫寒子弟，免费上学，大多
教学是启蒙性的知识。与 “社学”有相似之处。
二者的概念边界在不同的时期、地方，于不同的
人在认知定义上不尽相同，不管社学和义学之间
到底有什么区别，它们的基本目的实质上是相同
的: 尽可能把更多的人置于儒学思想的范畴内，
尤其是对于那些地方精英和领袖。萧公权先生为
我们提供了清代一些地方 “乡学”的情况: 在河
南一个县合计有超过 120 多所社学。在广东清远
县，由乡人集资创办了 21 所社学。规模较大的宗
族，有时也创办乡学。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发生
在广东花县平山墟，江姓、梁姓、刘姓和危姓等
宗族 ( 其成员在该村总人口 8000 人中占绝对多
数，) 联合创办了联云社学。绅士们也对创办社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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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出深厚的兴趣。① 翻开中国近代教育史，特别
是由“私”而“公”的演变中，无数的精英个体
参与了这一教育转型; 他们凭借着无不与 “宗族
－ 乡学”情结有涉。
如上所述，传统的耕读传统有一个弊病，即
“耕”与“读”的契合力弱。在传统的耕读形制
中，“读”的是圣贤书，农书不在其列。“读”的
目标是“仕途”，是宗族荣耀，罕见“读”农业方
面的书，鲜见与 “耕”发生关系。因此也频繁出
现在某一个村落出了“大官”，宗族因此长时期地
“显耀”、 “显贵”，家族骤然就不一样了。可是，
农业生产却一直保持原样。这是耕读传统的巨大
悖论。今天，党中央制定了伟大的 “乡村振兴战
略”，我们也将地面对这种历史的悖论。遗憾的
是，我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延续着这一种 “价值的
悖论”。以高等教育为例，我国的综合性大学没有
“农科”，农业知识被归入到 “专业院校”这是难
以理解的; 其他的专业学科可以，农科则不行。
中国是 “农 本”国 家，以 “社 稷”为 先，何 以
“综合性知识体系”中没有 “农科”? 究其原因，
亦与传统的 “耕读分离”有关，———这种分离也
衍生出了经久性的“读 ( 尊) /耕 ( 卑) ”社会价
值。不讳言，这种社会价值观迄今未有根本改变。
鉴于诸上，笔者对 “新耕读传统”作为范式
及要素罗列于次: 第一，在 “耕读传统”基础上
的继承与创新; 尤其是 “天时 － 地利 － 人和”的
价值观，以“生态优先”为原则保护好乡土社会
的文化遗产。第二，将 “读”与 “新三农”相结
合，除了尊重、体恤、扶持 “三农”外，还包括
“知识引入”，使农业产生新的生存、生产的持续
性能力，特别要建立农业产业化机制，新的知识
与技术必须加力引导。第三，在扬弃的基础上，
保留和传承具有中华农耕文明特点与特色的 “礼”
的文化 景 观。中 国 素 有 “礼 仪 之 邦”之 称，而
“礼制社教”的最基层落实是广大乡村。中国在任
何时候，都不能沦为 “无礼之邦”。第四， “力”
的发轫。在甲骨文里，“力”写成或，“乃原始农
具之耒形，殆以耒耕作须有力，故引申为力气之
力。”② 今之力量，故以农业、农耕为基础，向更
加广阔的领域拓展发力，形成新的、创新性、符
合现代社会的“力道形制”。第五，发扬耕读传统
中“义” ( 仁义、公理、慈善、义举等) 的精
神，③ 特别在经济和商业社会里， “义”不独有
“勇”，还有“仁” “慈” “德”等——— “尚义精
神”。“精准扶贫”何妨视为义举，只是我们要强
调的是，“义”除了国家行为外，更需要体现和实
践于民间。第六，突出耕读传统中 “宗族 － 家族”
家园遗产，并注入新的内涵: 既保持乡村中的传
统格局，又在 “家园遗产”中注入、加入 “家园
－ 家国”的新价值、新内容和新取向，提升爱国
爱家的价值观。
结 语
中国是一个以农耕传统为基础的 “社稷”国
家，在这样的国家， “三农”是终极的说明和证
明。如果我们说中国富强，而农民还挣扎在社会
底层，这个说法就难以成立。“乡村振兴战略”从
根本上说，就是 “三农”的状况全面改善，水平
全面提升; 而要做到这些，数千年形成的 “耕读
传统”就必须做到回归、弥合和传承的综合层面
上。习近平主席说: “中国要强，农业必须强; 中
国要美，农村必须美; 中国要富，农民必须富。”④
窃以为，是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标。
［责任编辑］ 宋俊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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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萧公权: 《中国乡村———19 世纪的帝国控制》，第 284 页。
徐中舒主编: 《甲骨文字典》，成都: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6 年，第 1478 页。
央视《记住乡愁第二季》第十一集记录了浙江省金华市郑宅镇的东明村的耕读传统中的 “尚义”精神，值得借
鉴。
2016 年 4 月 25 日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
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。
